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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采集不同地貌部位（塬面、塬坡和沟坡）各土地利用（农地、草地、灌木地和林地）坡

面土壤和根系样品，采用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CSEI）评价了植被恢复对土壤可蚀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1）不同地貌部位的 CSEI 差异显著，沟坡 CSEI 较塬坡和塬面分别增加 8.1%和

77.7%。（2）塬面草地、灌木地和林地的CSEI较农地分别降低 21.1%、29.2%和 28.8%；而塬坡和

沟坡林地CSEI均低于其他土地利用。（3）CSEI与粘粒含量、砂粒含量、毛管孔隙度、根重密度、

根平均直径、根长密度及根表面积密度均呈极显著负相关，而与粉粒含量和土壤容重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粉粒含量、土壤容重和根重密度是影响CSEI的关键因素，其中粉粒含量对CSEI的直

接影响最大，而根重密度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对CSEI产生负相关影响。建议在塬面上以灌木

作为植被恢复模式的首选，而在塬坡和沟坡上选择以乔木为优势群落的恢复模式对水土流失

的控制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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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制约着粮食生产、环境质量及土地生产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

环境问题[1]。黄土高原作为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年平均土壤侵蚀率高达

5000~10000 t · km-2 · a-1 [2]，严重的水土流失与黄土高原特殊的地貌、气候、土壤的易蚀性

和强烈的人类活动息息相关[3]。而黄土高塬沟壑区作为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水土

流失重灾区，沟壑区内塬面、塬坡、沟坡地貌构造分布明显，沟头向塬面的溯源侵蚀、沟

道的下切作用和坡面的侧向发育使沟壑区地表破碎、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4]。为此，

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治理沟壑区侵蚀的植被措施、工程措施和农业措施等[5]。这引起了土地

利用的显著变化，因此植被特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且植被恢复逐渐成为控制水土流失

的关键措施，这归因于植被对土壤性质的改善和土壤可蚀性的减小[4]。土壤可蚀性是指土

壤对侵蚀过程的敏感性，常用于植被恢复对土壤质量的效益评估[6]。

在黄土高塬沟壑区，塬面、塬坡和沟坡地貌特征明显不同，塬面较为平坦地势相对

较高，塬坡和沟坡坡度相对较大且二者被一条清晰的沟沿线隔开，且位于沟沿线下方的

沟坡坡度更为陡峭（图1）。研究表明，地貌形态显著影响土壤水分的分布[7]，且土壤水

分的变化随着地形异质性的增加而增加[8]；另外，坡位也影响着水分利用[9]，与上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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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缓的坡面相比，陡峭起伏的沟壑斜坡可能产生恶劣的水分利用环境[10]，土壤水分分布

的差异也将影响土壤性质和植被恢复状况。因此，地貌特征的差异势必影响土壤可蚀

性[11]。目前的研究多针对单一地貌类型坡面植被恢复对土壤可蚀性的影响，缺乏对不同

地貌部位的土壤可蚀性系统性评价，尤其关于对黄土高塬沟壑区不同地貌部位土壤可蚀

性的评价还较为鲜见，仍需进一步明确。

另外，在不同地貌部位上土地利用结构也有较大的区别，而植被恢复后土地利用的

变化也会改变土壤性质和植被条件，从而影响土壤可蚀性。研究表明，植树造林是提高

土壤稳定性和降低土壤可蚀性的有效手段[12]；农地向草地或林地的转变使土壤有机质含

量增大、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更为稳定，降低了土壤可蚀性 [13]。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而

言，Zhang等[3]研究发现灌木和草地群落与农地相比都有效地降低了土壤可蚀性，但对草

地群落的影响更明显，而Chen等[14]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说明不同土地利用对土壤可蚀

性的影响因研究区域而异。一般来说，植被恢复对土壤可蚀性的影响由土壤性质和根系

特征控制。Knapen等[15]发现土壤的抗蚀能力与土壤容重呈负相关；Zhang等[16]研究表明在

空间分布上土壤可蚀性随粘粒含量的增大而减小；Li等[17]研究表明土壤可蚀性与粉粒含

量呈正相关；此外，一些研究也表明了土壤可蚀性随土壤有机质、水稳性团聚体和饱

和导水率的增大而减小[3,18]。植被根系可通过物理结合作用和化学吸附作用来增强土壤

稳定性[19]。在高塬沟壑区，不同地貌部位的植被生长环境存在差异，植被恢复的差异影响

土壤可蚀性。开展地貌部位和植被恢复引起的土壤可蚀性变化的研究对于合理规划沟壑区植

被措施至关重要。但目前很少有研究关注不同地貌部位的植被恢复引起的土壤可蚀性变化。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黄土高塬沟壑区三个典型的地貌部位（塬面、塬坡和沟坡）

各土地利用坡面（农地、草地、灌木地和林地）进行土壤和根系取样，通过加权和法计

算各样地土壤可蚀性指数。从而明确由不同地貌部位引起的土壤可蚀性差异，阐明植被

恢复模式对土壤可蚀性的影响，并探讨土壤可蚀性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

图1 黄土高塬沟壑区不同地貌分布特征

Fig. 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s in the loess-tableland and gully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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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塬沟壑区总面积约为 3.56万 km2，其中，董志塬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有

“天下黄土第一塬”和“陇东粮仓”的美誉，是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典型代表区。本研究区

位于董志塬内的南小河沟流域（35°41′~35°44′N，107°30′~107°37′E），该流域在 1952年

被黄委会西峰水保站选为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典型小流域[20]，流域总面积约为36.3 km2，海

拔高度 1064~1432 m，塬面与沟底相对高差达 150~200 m。该地区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

候，年平均气温10° C，年降雨量约为523 mm。主要土壤类型为黄绵土，粉质壤土，土

质疏松，在暴雨作用下易发生水土流失。南小河沟地貌分布类型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塬沟

壑区特征，流域内塬面、塬坡和沟坡具有明显的分界特征 （图 1），其中塬面面积占

57%，坡度多小于 5°；塬坡面积占 16%，坡度主要集中在 10~25°，多以草地、林地为

主；而沟坡坡度较大，多为40°以上甚至处于垂直状态的悬崖立壁[21]。

为了固沟保塬和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南小河沟流域自20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开展了

“塬、坡、沟三道防线”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有效地遏制了水土流

失，使其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示范性流域。治理后植被条件得以改善，流域内乔、

灌、草物种较为丰富。目前，该流域内主要代表植被类型包括刺槐（Robinia pseudoaca-

cia Linn.）、山杏 [Armeniaca sibirica (Linn.) Lam.]、山杨（Populusdavidiana Dode）、榆

树（Ulmus pumila Linn.）等乔木，酸枣 [Ziziphus jujuba Mill. var. spinosa (Bunge) Hu ex

H. F. Chow.]、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Turcz.）、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 Linn.）

等灌木植被和白羊草 [Bothriochloa ischcemum (Linn.) Keng]、铁杆蒿（Artemisia vestita

Wall. ex Bess.）、长芒草 （Stipa bungeana Trin.）、冰草 [Agropyron cristatum (Linn.)

Gaertn.] 等草本类植物，同时这也是黄土高塬沟壑区常见的植被类型。

1.2 样点选择

基于对南小河沟土地利用类型和植被恢复状况的野外调查，确定了流域内土地利用

类型的优势种群落。本研究在南小河沟流域共选取了28个采样点，这些选点都具有相同

土壤类型。其中在塬面、塬坡和沟坡上各有11个、10个和7个采样点，以反映不同地貌

特征对土壤可蚀性的影响。针对于不同的土地利用，在塬面上选取了 1 个农地为对照

点、5个草地取样点、2个灌木地取样点和3个乔木地取样点；在塬坡上同样选取了1个

农地为对照点、5个草地取样点、1个灌木地取样点和3个乔木地取样点；在沟坡上选取

了3个草地取样点、1个灌木地取样点和3个乔木地取样点，由于“三道防线”治理模式

的实施，沟坡上几乎很难发现有坡耕地，以致沟坡位置并未有农地采样点。需要说明的

是，在各地貌部位所选的样点都是在该地貌部位最典型的植被群落。为了最大限度的减

少选点对实验结果的潜在影响，在同一地貌部位的选点都具有相似的海拔高度、坡度和

坡向。所选取样点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1.3 样品的收集与测定

试验采样在 2018年 6月到 2018年 9月进行。在每个优势群落取样点内均随机设置 3

个样地，植被调查样方尺寸视植被类型而定（农地为1 m×1 m、草地为1 m×1 m、灌木

地为5 m×5 m和乔木林地为10 m×10 m），用来获取土壤性质数据（土壤粒径分布、有机

质含量、容重、毛管孔隙度、饱和导水率和水稳性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和植被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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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根重密度、根长密度、根表面积密度和根平均直径）。

在采样之前，先小心去除样地上的地上生物，然后在每个样地内以 S 型取表层

（0~20 cm）未受干扰的45个（3个样地×5个土壤样品×3次重复）土壤样品。用100 cm3

（直径5 cm，高5 cm）的钢制换刀进行土壤取样，并现场称取其重量。将收集的一个土

柱用5 mm深的水层浸透6 h后并称重，随后放入烘箱内干燥24 h再次称重以测量毛细管

孔隙率和土壤容重[22]。将另外一个土柱浸透至饱和后通过常水头法测定饱和导水率[23]。

在每个样方内取3份（使用塑封袋）大约为1 kg的复合土样，风干后用于测定土壤机械

组成、有机质含量和水稳性团聚体含量。土壤粒径分布使用MasterSizer 2000激光测量仪

表1 取样点土地利用、地形和植被的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land use, topography and vegetation at sampling sites

地貌部位

塬面

塬坡

沟坡

土地利用

农地

草地

灌木地

林地

农地

草地

灌木地

林地

草地

灌木地

林地

优势种

玉米

长芒草

白蒿

苜蓿

猪毛蒿

白羊草

胡枝子

沙棘

山杏

刺槐

核桃

小麦

猪毛蒿

冰草

白蒿

铁杆蒿

白羊草

酸枣

刺槐

侧柏

山杏

铁杆蒿

长芒草

白羊草

胡枝子

刺槐

山杏

山杨

坡度/(°)

2

9

6

2

3

8

3

5

3

3

2

20

25

30

29

26

25

25

31

29

26

65

47

46

36

45

48

38

坡向

半阴坡

半阴坡

半阳坡

阴坡

阳坡

半阴坡

半阳坡

阳坡

阳坡

阳坡

半阳坡

阳坡

阳坡

阳坡

半阳坡

阳坡

半阳坡

半阴坡

阳坡

阳坡

半阴坡

半阳坡

半阳坡

半阳坡

半阴坡

半阳坡

半阴坡

半阳坡

植被覆盖度

—

75

75

86

64

76

90

86

69

75

86

—

62

72

81

83

92

74

54

44

53

60

46

62

82

48

82

56

高程/m

1350

1297

1287

1272

1257

1251

1358

1314

1305

1305

1278

1316

1245

1242

1245

1252

1254

1243

1238

1225

1240

1270

1170

1172

1168

1182

1150

1155

注：“—”表示采样过程中农地的农作物已收获以致覆盖度未测量；表中植物拉丁文如下：玉米（Zea mays

L.）、白蒿 （Herba Artimisiae Sieversianae）、苜蓿 （Medicago Sativa Linn）、猪毛蒿 （Artemisia scoparia Waldst. et

Kit.）、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Turcz.）、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 Linn.）、核桃 （Juglans regia L.）、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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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土壤颗粒分布。重铬酸钾法外加热测定有机质含量。水稳性团聚体采用湿筛法，平

均重量直径用于评价水稳性团聚体稳定性的指标，由每个孔筛上留下的土壤干重计算[4]。

在每个样方内，使用自制的20 cm×20 cm×10 cm（长×宽×深）钢制盒子取得3个根系

样品，共252个根系样品。将土样浸泡在带有筛网（孔径2 mm）的过滤桶中浸泡24 h，用

来分散根系和土壤，然后用低压水流进行多次洗涤，用镊子挑选出所有的活根。分别用

Epson V 700扫描仪和Win RHIZO图像分析软件进行扫描和分析，以获得根长密度、根

表面积密度和根平均直径。将扫描分析后的根放入65 ℃下的烘箱干燥24小时并称重以计

算根重密度。

土壤可蚀性因子采用Williams等[24]提出的土壤侵蚀与土地生产力模型（EPIC）计算

方法进行计算，该方法基于粒径分布和有机碳含量进行估算，其计算如式（1）：

Kepic ={0.2 + 0.3 exp[ ]-0.0256Sand(1 - Silt)/100 }× æ
è
ç

ö
ø
÷

Silt
Clay + Silt

0.3

×

é
ë
ê

ù
û
ú1.0 - 0.25C

C + exp(3.72 - 2.95C)
× é
ë
ê

ù
û
ú1.0 - 0.7N1

SN1 + exp(-5.51 + 22.95SN1)

（1）

式中：Sand为砂粒含量；Silt为粉粒含量；Clay为黏粒含量；C为有机碳含量（%），C=

0.583×OMC；SN1=(1－Sand)/100；Kepic为土壤可蚀性因子，为美国制单位，乘0.1317转化

成国际制单位 t · hm2 · h/(MJ · mm · hm2)。

为全面评价土壤可蚀性，本研究采用加权求和法得出了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 [25]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CSEI）：

CSEI =∑
i

n

Ei × Ci （2）

式中：CSEI为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数值范围在0~1之间；Ei为第 i个评价指标的隶属度

值；i为土壤可蚀性指标个数；Ci为第 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反映该指标对土壤可蚀性的

贡献；n为评价指标的个数。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计算CSEI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参数的选取，本研究

选择土壤可蚀性因子 （Kepic）、水稳性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 （MWD）、饱和导水率

（SHC）和有机质含量（OMC）作为评价土壤可蚀性强度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2）在

主成分分析中，公因子方差反映某一指标对整体方差的贡献程度，公因子方差越大则代

表贡献程度越高。本研究基于每个指标的公因子方差所占的百分比来作为土壤可蚀性指

标的权重（Ci值）（表2）；（3）基于临界值将指标值转换为隶属度值（0~1），本研究取每

个土壤可蚀性指标的最大值（b）或最小值（a）；（4）各指标按图2所示公式进行计算隶

属度值（Ki），在S曲线评分函数中，土壤可蚀性指标在一定范围内与土壤可蚀性呈正相

关，Kepic由S函数描述，而对于反S函数，土壤可蚀性指标在一定范围内与土壤可蚀性呈

负相关，MWD、SHC 和 OMC 由反 S 函数计算。根据 CSEI 的大小，将综合土壤可蚀性

指数等距划分为五个等级[26]，用来表达土壤容易被侵蚀的程度，划分等级和标准如表 3

所示。

1.4 数据分析

数据统计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3和R语言进行，使用R语言（版本R-3.5.1）进行

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使用R语

言和Origin 2019进行图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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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地貌部位对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

的影响

如图 3所示，不同地貌部位的综

合土壤可蚀性指数 （CSEI） 差异显

著。三个不同地貌部位的平均 CSEI

在 0.451~0.801 之间变化，塬面的

CSEI 显 著 低 于 塬 坡 和 沟 坡 （P＜

0.05），但塬坡与沟坡之间没有显著

性差异（P＞0.05）。根据土壤可蚀性

程度评价等级划分（表3），塬面土壤

可蚀性等级属于“中等”。在塬面

上，坡度相对较缓（表1），植被赖以

生存的生长环境相对较好，降低了土

壤可蚀性[27]；而对于塬坡而言，塬坡

的CSEI是塬面CSEI的 1.64倍，塬坡

土壤可蚀性等级属于“较易”，这主

要是因为坡度的增加引起了土壤水分

的空间变异性 [28]，Zheng 等 [29]发现离

沟沿线距离越远，土壤含水量越大，

也就是说在塬坡上比在塬面上水分的

损耗更大，再加之由塬面汇集的径流

易携带走塬坡土壤表层的有效养分，

导致塬坡可蚀性增大；相比于塬坡和

塬面，沟坡的 CSEI 最大，分别高出

了 8.1%和 77.7%，与谢云等[30]的研究

结果相似，此时，沟坡土壤可蚀性等

级达到“易”级别。在高塬沟壑区，

沟坡更为陡峭起伏的地形增加了地形的异质性[31]，降雨时易产生地表径流，水分很快的

排干，沟坡侧壁往往水分更少 [32]，影响土壤储水量和植被对水分的利用[33]。一般来说，

塬坡水分含量大于沟坡水分含量[34]，而在半干旱的地区中，土壤水分是控制植被恢复的

关键因素[9,35]，植被恢复和土壤水分的差异性使不同的地貌部位的抗蚀能力产生差异[3]。

因此，植被恢复应在沟坡上多下工夫。

2.2 土地利用对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的影响

图4表明不同地貌部位下不同的土地利用CSEI差异显著。在塬面上，农地的CSEI最

大，草地、灌木地和林地CSEI较农地分别降低21.1%、29.2%和28.8%，灌木地土壤可蚀

性最小，但四种土地利用的CSEI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各土地利用土壤可蚀性等

级属于“中等”。Wang等[36]在丘陵沟壑区研究发现，灌木地的土壤可蚀性最低并显著低

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草地、灌木地和林地土壤可蚀性与农地相比分别下降 53.0%、

注：u(x)为隶属函数，分别为 S 曲线（A）和反 S 曲线分布

（B）；x为土壤可蚀性指标的实测值，小写字母a和b为土壤可蚀

性指标临界值的下界和上界。

图2 隶属函数与土壤可蚀性指标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bership function and soil

erodibility index

表2 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CSEI）指标体系及权重分布

Table 2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 (CSEI)

指标

公因子方差

因子权重

K

0.87

0.28

SHC

0.54

0.17

WMD

0.82

0.26

OMC

0.91

0.29

392



2期 陈卓鑫 等：黄土高塬沟壑区植被恢复对不同地貌部位土壤可蚀性的影响

77.2%和 59.6%，植被恢复对土壤可蚀性降低程

度高于本研究结果，这可能与土壤类型有关[17]。

在塬坡上，不同土地利用下的CSEI由大到

小依次为农地、草地、灌木地和林地，农地的

CSEI 分别高出 16.3%、20.6%和 44.1%，农地土

壤可蚀性等级达到“易”。农地土壤可蚀性最大

的原因与农业活动直接有关，种植、耕作、除草

和收获破坏了土壤表层的自然土体结构 [37]，从

而降低了土壤的抗蚀性 [2]。随着植被恢复的进

行，林地的 CSEI 显著低于农地、草地和灌木

地，而草地与灌木地的 CSEI 没有显著性差异

（P>0.05），这也说明了草地和灌木地比林地在塬

坡上更容易遭受侵蚀[37]。

在沟坡上，林地的CSEI显著低于草地和灌

木地的CSEI，而草地和灌木地之间的CSEI没有显著性差异。Zhang等[3]研究发现，与农

地相比，沟坡不同植物群落均都能显著降低土壤可蚀性，但是草地群落的影响更明显。

而本研究表明以乔木为优势群落的林地对土壤可蚀性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以乔木为优势

群落在恶劣的沟坡环境下具有较高的水分利用率和较强的养分吸收能力。

整体上，各地貌部位植被恢复都有效地降低了土壤的可蚀性，植被恢复仍然是控制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的关键措施[3,22]。为了更合理地利用和保护黄土高原的水土资源，

建议对农地进行保护性耕作措施等来减少农地的水土流失[38]。在不同的地貌部位上，应

合理布设植被配置来进行植被恢复，然而何种植被配置最佳却存在争议，不同的研究者得

出的结论各不相同[22,39,40]。这充分说明地貌部位对于植被恢复的重要性，现阶段应该立足

注：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地貌部位对CSEI有

显著影响（P<0.05），下同。

图3 不同地貌部位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

Fig. 3 Variation in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 with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

图4 不同地貌部位条件下土地利用对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land use on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 on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s

表3 土壤可蚀性程度评价等级划分

Table 3 Grade division for soil erodibility evaluation

评价等级

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

难

0~0.2

较难

0.2~0.4

中等

0.4~0.6

较易

0.6~0.8

易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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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更精细化的植被配置，因地制宜。需要根据不同地貌部位的地形特征、土壤条件以及

气候等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植被恢复空间规划，否则盲目地进行植被恢复可能会导致适

得其反的效果。本研究建议在塬面上选择以灌木作为植被恢复的首选植被；在塬坡和沟坡

上选择乔木为优势群落的恢复模式对于水土流失的控制更为有效。

2.3 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土壤可蚀性是影响土壤侵蚀的一个重要因素[41]。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CSEI与粘

粒含量（Clay）、砂粒含量（Sand）、毛管孔隙度

（SCP）、 根 重 密 度 （RBD）、 根 平 均 直 径

（RAD）、根长密度 （RLD） 和根表面积密度

（RSA） 呈显著负相关 （P<0.01），与粉粒含量

（Silt）、土壤容重（SBD）呈显著正相关（图 5）。

逐步回归CSEI与这9个土壤和根系特征参数的结

果表明，CSEI与 Silt、SBD和RBD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极显著（图 6a，P<0.01）。如图 6a所示，图

中散点分布趋势表明，当 CSEI 实测值小于 0.5

时，预测值偏离1∶1线并高估了实测值，而大于

0.5时，关系点基本都贴近于 1∶1线。通过路径

分析来确定Silt、SBD和RBD对CSEI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图6b）。路径系数的大小表明对CSEI的

影响程度，其中 Silt的直接影响最大（0.65），其

次为 RBD （-0.25），而 SBD 最低 （0.05）。由于

Silt和RBD的变化会引起 SBD的变化，从而间接

的影响 CSEI，其中 RBD （-0.34）的间接效应最

高，其次为 Silt （0.01），RBD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这也说明RBD对CSEI的重要

性，且RBD与Silt之间也有着强烈的相互作用。以上结果也表明土壤性质和根系特征共

同引起 CSEI 的变化。引起土壤可蚀性变化的主要原因与根系的两个方面作用有关 [42]：

（1）根系的物理结合作用，植物根系通过在土壤中形成根系网络来固结土体；（2）根系

图6 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观测值和预测值关系与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和影响因素的路径图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erved and predicted values of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 and the path diagram of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图5 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与影响

因素的相关性

Fig. 5 Correlations between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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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物的化学分泌结合效应，根系产生的分泌物改善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并促进为团聚

体的形成、孔隙度的增加及土壤渗透性能的提升，根系分泌物也可通过对根际土粒粘结

作用形成根—土复合体来提高土体稳定性。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根系之间的共同

作用可能在土地利用转变后土壤可蚀性的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4]。

3 结论

通过对黄土高塬沟壑区塬面、塬坡和沟坡上的农地、草地、灌木地和林地原状土采

样，采用加权和法求得综合土壤可蚀性指数（CSEI），旨在阐明不同地貌部位和土地利

用对CSEI的影响，以及CSEI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地貌部位的 CSEI 具有显著差异，CSEI 在 0.451~0.801 之间变化。塬面的

CSEI显著低于塬坡和沟坡，土壤可蚀性等级属于“中等”；塬坡的CSEI是塬面CSEI的

1.64 倍，土壤可蚀性等级属于“较易”；而沟坡的 CSEI 相比于塬坡和塬面分别高出了

8.1%和77.7%，土壤可蚀性等级达到“易”，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应更着重于沟坡位置。

（2）塬面草地、灌木地和林地的CSEI相比于农地降低了21.1%、29.2%和28.8%；在

塬坡和沟坡上，林地的CSEI低于其他土地利用，整体上，各地貌部位植被恢复均有效的

降低了土壤的可蚀性。本研究建议在塬面上选择以灌木作为植被恢复的首选植被，在塬

坡和沟坡上选择乔木为优势群落的恢复模式可能对于水土流失的控制更为有效。

（3）土壤性质和植被根系条件的差异是导致土壤可蚀性变化的主要原因。CSEI与粘

粒含量（Clay）、砂粒含量（Sand）、毛管孔隙度（SCP）、根重密度（RBD）、根平均直

径（RAD）、根长密度（RLD）和根表面积密度（RSA）呈显著负相关（P<0.01），而与粉

粒含量（Silt）、土壤容重（SBD）呈显著正相关；逐步回归表明，CSEI与 Silt、RBD和

SBD呈极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P<0.01），其中Silt对CSEI的直接影响最大，而RBD通过

直接或间接作用对CSEI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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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soil erodibility on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s in the loess-tableland and gully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CHEN Zhuo-xin1, WANG Wen-long1,2, GUO Ming-ming1, WANG Tian-chao1,
GUO Wen-zhao1, WANG Wen-xin1, KANG Hong-liang1, YANG Bo3, ZHAO Man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rosion and Dryland Agriculture on the Loess Plateaus,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2.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A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3. Yellow River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Vegetation restoration has returned a large number of steep slope farmlands to

forests and grasslands, and effectively controlled soil eros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In the loess-

tableland and gully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loess-tableland, hill-slope and gully-slope are

widely distributed.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 and land use may lead to differences in soil

properties and vegetation root systems, and thus affect soil erodibility.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t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s on soil erodibi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il erodi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Nanxiaogou watershed in the loess-

tableland and gully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undisturbed topsoil (0-20 cm) of farmland,

grassland, shrub land and woodland was sampled on loess-tableland, hill-slope and gully-slope

(no farmland on gully-slope). The comprehensive soil erodibility index (CSEI) was obtained by

weighted sum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SEI was

found among different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s. The CSEI of gully- slope was 8.1% and

77.7% higher than those of hill- slope and loess- tableland, respectively. (2) As for the loess-

tableland, the CSEI of grassland, shrub land and woodland decreased by 21.1% , 29.2% and

28.8%,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of farmland. For the hill- slope and gully- slopes, the

CSEI of woodland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land use types. (3) The CSEI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clay content, sand content, soil capillary porosity, root weight

density, root mean diameter, root length density and root surface area density, bu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silt content and soil bulk density. Multivariat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indicates that silt content, root mean diameter and soil bulk dens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CSEI, among which silt content has the greatest direct influence

on CSEI, while root mean diameter exerts negative influence on CSEI through direct or indirect

effect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hrubs should be the preferred vegetation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the loess- tableland. Revegetation with arbor as dominant community may be

more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soil and water loss on hill-slope and gully-slope.

Keywords: soil erodibility; geomorphological locations; land us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soil

property; root characteristic;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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